
 

 

技术投资、公共教育投入与少子化

黄志国1，2，王博娟3，陈孝伟3

（1. 浙江大学 科学技术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2. 恒生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3；

3.  南开大学 金融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我国的少子化进程可能难以逆转，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安排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

以实现经济和居民福利的可持续增长是我国要面临的长期挑战。文章基于内生技术进步和人力资

本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发现：只要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则总

和生育率下降就会推动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提高，但能否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及居民福利提

高则受到抚育成本占总财富比例的影响。数值模拟表明：在当前我国的生产模式下，若该比例低于

45% 则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反之会减缓经济增长；若该比例低于 20.53%，则可以提高居民福利，

反之会降低居民福利。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的条件满足而福利水平上升的条件可能不

满足，即可能不存在能够同时实现居民福利持续上升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生育率区间。另外，总

和生育率轻微上升至 1.6 左右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均产出的提高，但当期代表性消费者的

终生效用会由于无法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而降低。因此，在当前的生产模式下，政府应采取可控的

生育刺激政策以轻微地提高生育率，并持续优化养老保障体系以增加代际间的联系，同时优化产业

结构、转变教育模式、优化 R&D 研发模式以逐渐转变社会生产模式。文章为研究新时代人口结构状

态下，少子化进程对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调节技术投资和公共

教育投入的中介效应及制定合理生育率目标提供了模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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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是技术

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是技术投入，人力资本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教育投入，

而教育投入的核心内容则是公共教育投入，因此技术投入和公共教育投入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

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一个经济体的技术投入和公共教育投入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对于少子化

进程问题，学术界较少关注。

从生育率的客观趋势来看，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呈不断下降的态势。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开始进入下降通道，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 年总和生

育率已降低至 1.3。虽然自 2014 年以来，我国不断放开生育限制，但效果有限，2021 的人口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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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更是下降至 7.52‰，创 1949 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从居民的主观生育意愿来看，我国育龄妇女

的生育意愿不断下降。从影响生育意愿的经济条件来看，我国居民的生育成本可能过高，短期

内难以有效降低。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的统计，中国居民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年满

18 岁所花的成本为人均 GDP 的 6.9 倍，而美国是 4.11 倍，日本是 4.26 倍。从影响生育率的人口

因素来看，我国初婚登记人口数不断下降，而初婚登记人口数与生育率密切相关。从客观趋势、

主观意愿、抚育成本、人口条件来看，我国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可能难以逆转。因此，如何在给定

的生育率水平下合理安排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是政府更应当

考虑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因果逻辑的角度可表述为：生育率如何影响均衡的技术投资和公共

教育投入？

从理论上，生育率对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存在重要的影响。从政府的中央计划者角色

来看，当少子化进程加速、生育率降低时，下期的劳动力数量就会减少，如果不采取措施，下期产

出将会下降，从而经济增长放缓。因此为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该改革经济增长模式。

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最有效的方式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在于提高

劳动者素质和加快技术进步。因此政府应当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来提高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并

且增加技术投资来提高技术进步率。但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究竟是增加技术投资还是公共教

育投入抑或兼而有之，则值得商榷。这个问题从理论角度可表述为：在一个一般均衡经济系统

中，生育率如何影响技术投资和教育投入？学术界直接研究生育率对技术投资影响的文献十分

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生育率对技术投资影响问题可转化为劳动力与技术进步的相关性问题，

Susskind（2017）、Acemoglu 和 Restrepo（2020）、 Chiacchio等（2018）研究发现随着技术投资的增加和

技术进步的加快，技术投资可以替代劳动力。学术界研究生育率对公共教育投入影响的文献亦

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生育率对公共教育投入影响问题可表述为生育率与教育投入的相

关性问题，部分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 Becker 和 Lewis（1973）认为生育率与教育投入的相关性取

决于二者的收入弹性。Barro 和 Becker（1989）分析了生育率与教育投入的替代条件。陈昆亭

（2008）认为生育率的增加对长期人力资本的累积具有正向影响，即生育率与教育投入正相关。

刘小鸽和司海平（2017）认为家庭子代的规模减小会使子代获得的教育投入增加，即生育率与教

育投入负相关。Fan 和 Zhang（2013）、贾俊雪等（2021）认为，生育率与子女教育投入的关系取决于

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Strulik 等（2013），Galor 和 Weil（2000）在统一的框架内研究生育率与技术

投资和教育投入的关系。总体上，现有文献在研究生育率与技术投资、公共教育投入的关系方面

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研究生育率对技术投资影响的文献十分有限；第二，在有限的研究生育率

与教育投入关系的文献中，极少有文献区分私人抚育成本与公共教育投入；第三，极少有文献在

统一的框架下，以生育率为自变量同时研究其对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第四，技术投

资与公共教育投入来源于税收，但讨论少子化如何影响技术投资与公共教育投入税率调整的文

献非常有限。可以预期，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生育率对均衡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影

响并不相同，从而应当增加技术投资还是公共教育投入的均衡结果也不一样。在我国当前的社

会生产条件与少子化背景下，生育率水平如何影响均衡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值得更深入地

研究。

基于对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生育率对内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在一个一

般均衡的经济系统中，生育率对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具有重要影响，从而对技术进步和人

力资本累积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会传导至工资水平、总资本收益率，并最终影响总产出、劳

均产出和人均产出。生育率对内生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影响。不同的工资水平、总资本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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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出、劳均产出、人均产出组合代表了不同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如何基于给定的生育率水

平，分析不同社会生产条件下内生经济增长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基于对技术投资和公共

教育投入的影响，生育率对居民福利也具有重要影响。在代际交叠的视角下，代表性消费者的福

利水平由年轻时期的消费、老年时期的消费和子代的人力资本构成，生育率直接影响着人力资

本累积，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消费受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受到

生育率的影响，因此生育率对居民福利具有重要影响。学术界研究少子化或生育率对居民福利

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研究生育率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比较丰富，但以研究生育率对经

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为主，并且分歧较大，就结论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种：少子化促进经济增长，少

子化阻碍经济增长和少子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当期的时代条件。Li 和 Zhang（2007）、汪伟

（2010）认为生育率下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Liao（2013）认为少子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郭凯

明等（2013）、汪伟（2017）认为少子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时代条件。 Becker 等（1999）、刘永

平和陆铭（2008）以教育投入和技术进步为中介变量讨论了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总体上，现有

文献在研究生育率与社会生产及居民福利的关系方面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在研究生育率对经

济增长影响的诸多文献中，以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为中介变量的文献比较有限；第二，研究

少子化对居民福利影响的文献十分有限。我国的少子化进程不断加速，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讨论少子化进程对技术投入和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进而分

析少子化对长期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少子化进程的加速会推动技术投资的提高，其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抚育

成本占总财富的比例，如果该比例高于 50%，技术投资对生育率变化表现为富有弹性，否则表现

为缺乏弹性。少子化进程的加速也会推动公共教育投入的提高，而公共教育投入对生育率变化

始终表现为富有弹性。少子化能否通过推动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提高而推动经济持续增

长取决于抚育成本占总财富的比例、经济状况和生产方式。在当前我国的生产模式下，若抚育成

本占总财富的比例低于 45%，则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反之会减缓经济增长；若该比例低于

20.53%，则可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反之可能降低居民福利水平。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可能

不存在能够同时实现居民福利持续上升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生育率区间，生育率的轻微上升

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均产出的提高，但会降低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水平。因此，在

当前的生产模式下，政府应采取可控的生育刺激政策以轻微地提高生育率，并持续优化养老保

障体系以增加代际间的联系，同时优化产业结构、转变教育模式、优化 R&D 研发模式以逐渐转

变社会生产模式。

本文的贡献可归纳如下：第一，通过建立统一的模型，分析了生育率对技术投资与公共教育

投入的影响以及少子化促进技术投资与公共教育投入增长的条件；第二，研究了政府作为技术

基础设施投资人角色下，针对少子化问题进行税率调整的条件；第三，以技术投资与公共教育投

入为中介，分析了生育率对内生经济增长各因素的影响以及少子化促进工资、总资本收益率、产

出持续增长的条件；第四，以技术投资与公共教育投入为中介，分析了生育率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以及少子化促进居民福利上升的条件。本文为研究在新时代人口结构状态下，少子化进程对技

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调节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中介效

应及制定合理生育率目标提供了模型支撑。

本文余下的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为模型构建，构建一个包含内生教育投入和技术投

资的一般 OLG 模型；第三节为均衡决策分析，对模型进行求解与均衡解的分析；第四节为数值模

拟，对相关结论进行检验与进一步分析；最后给出结论与对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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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构建

（一）基本假设

nt−1 nt+1

代表性消费者的一生分为三期，即少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在少年期接受抚育和教育，中

年期工作，老年期退休。代表性消费者在少年期通过接受抚育和教育累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累

积在中年期可提高其劳动效率进而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代表性消费者在中年期无弹性地

提供一单位劳动，劳动分为技术生产性劳动和物质生产性劳动两种。代表性消费者在少年期和

中年期不会死亡，在老年期面临死亡风险，其没有留存遗产的动机，但会因死亡风险而被动留存

遗产。代表性消费者是代际利他主义者，关心子代的质量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由抚育成本和公

共教育投入共同决定，其中抚育成本和子代的数量均外生决定。代表性消费者父代的数量记为

，子代的数量记为 ，将代表性消费者的数量标准化为 1。社会中存在技术生产部门和物质生

产部门，技术生产部门利用技术投资和劳动人口中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提供的劳动力推动技

术进步，物质生产部门需利用技术进步、储蓄转化的资本和劳动人口中的非研究与试验发展人

员提供的劳动力进行实际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政府向居民征税以用于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

税率由政府基于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确定，征得税收完全用于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

（二）代表性消费者

1. 效用函数

代表性消费者终身效用由中年期的消费、老年期的消费、子代的人力资本三部分构成，代表

性消费者的终身效用函数为：

Ut = lncy,t +βpt+1lnco,t+1+υlnht+1 （1）

cy,t β

pt+1 co,t+1 υ ht+1

其中， 为代表性消费者中年期的消费， 为时间偏好因子，衡量代表性消费者对未来消费的主

观折旧， 为老年期的预期生存概率， 为老年期的消费， 为子代质量偏好参数， 为子代的

人力资本。

2. 少年期

在少年期，代表性消费者接受抚育与教育，从而实现人力资本的累积。代表性消费者在少年

期的人力资本累积函数为：

ht = ht−1eλt−1b
1−λ
t−1 （2）

ht−1 et−1

λ

bt−1 1−λ

其中， 为代表性消费者父代的人力资本，衡量了人力资本累积中的遗传作用。 为 t−1 期对每

个子代的公共教育投入， 为公共教育投入的人力资本累积弹性，衡量了人力资本中公共教育的

作用。 为 t−1 期的抚育成本， 衡量了人力资本累积中私人教育投入的作用。

3. 中年期

在中年期，代表性消费者开始工作，获得工资收入，同时会得到因父母死亡而遗留的遗产，

工资与分得遗产之和构成代表性消费者的总财富。代表性消费者以工资收入缴纳技术投资与公

共教育投入税，同时对每个子代投入固定的抚育成本，余下的用于储蓄和消费。代表性消费者在

中年期的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cy,t = wt(1−σt)+ lt − st −btnt+1 （3）

wt σt lt其中， 为 t 时期的工资水平， 为政府征收的用于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税率，① 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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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现实中，政府并非直接征收基础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税，而是把征收的税收用于技术投资和教育支出，但对于代表性消费者，这相

当于对个人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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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bt nt+1性消费者获得的遗产， 为储蓄， 为抚育成本， 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子代数量。其中，代表性消

费者所获得的被动遗产可表示为：

lt = (1− pt)nt−1 st−1rt （4）

rt其中， 为 t 时期的总资本收益率。类似式（2），代表性消费者子代的人力资本累积函数为：

ht+1 = hteλt b
1−λ
t （5）

4. 老年期

在老年期，代表性消费者不再工作，同时开始面临死亡风险。其消费由储蓄的总资本回报构

成，代表性消费者老年期的预算约束为：

co,t+1 = strt+1 （6）

rt+1其中， 为 t+1 期的总资本收益率。

（三）技术生产部门

社会中存在技术生产部门，技术生产部门利用先期的技术积累、劳动人口中的研究和试验

发展人员提供的劳动以及技术投资作为生产要素来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方程即技术生产方

程，可表示为：

At+1 = At(φnt+1ht+1)
1−γdγt （7）

At φ γ

dt

其中， 为 t 时期的技术进步， 为劳动人口中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员的比例， 为技术投资的技术

进步弹性， 为技术投资。

（四）物质生产部门

社会中存在物质生产部门，物质生产部门利用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作为要素进行产品和

服务的生产，其中技术进步由技术生产部门提供，资本由储蓄转化，劳动由人口中的非研究和试

验发展人员提供，物质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t+1 = At+1 sαt
[
(1−φ)ht+1nt+1

]1−α
（8）

联立式（5）、（7）、（8）可得 t+1 期的社会总产出为：

Yt+1 = At sαt φ
1−γ(1−φ)1−α(hteλt b

1−λ
t nt+1)

2−α−γdγt （9）

基于式（10）可求得 t+1 期的工资水平为：

wt+1 = (2−α−γ)Atφ
1−γ(1−φ)1−αsαt (hteλt b

1−λ
t )2−α−γn1−α−γ

t+1 dγt （10）

基于式（10）可求得 t+1 期的总资本收益为：

rt+1 = αAtφ
1−γ(1−φ)1−αsα−1

t (hteλt b
1−λ
t nt+1)

2−α−γdγt （11）

（五）政府

政府为中央计划者，其目标是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角色为税收管理人、基础技

术投资人和公共教育投资人，职责是向处于中年期的代表性消费者征税并将之用于当期的技术

投资和教育投入，因此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wtσt = dt +nt+1et （12）

三、均衡决策分析

基于代表性消费者最大化原则，联立式（3）、（5）、（6）、（10）、（11）可求得政府的均衡技术投资

和公共教育投入分别为：

dt =
(wt + lt −btnt+1)γβpt+1

1+αβpt+1+γβpt+1+λβpt+1(2−α−γ)+ v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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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
(wt + lt −btnt+1)

[
λβpt+1(2−α−γ)+ vλ

]
/nt+1

1+αβpt+1+γβpt+1+λβpt+1(2−α−γ)+ vλ
（14）

（一）少子化对技术投资与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

基于式（13）可求得均衡技术投资对生育率的弹性为：

∂lndt

∂lnnt+1

=
−btnt+1

wt + lt −btnt+1

< 0 （15）

btnt+1 wt + lt

btnt+1

wt + lt

1
2
<

btnt+1

wt + lt

< 1
btnt+1

wt + lt

<
1
2

btnt+1

wt + lt

由式（15）可以看出，均衡技术投资与生育率呈负相关，但均衡技术投资的生育率弹性绝对

值大于 1 还是小于 1 则并不确定，其取决于子代的抚育成本 占总财富 的比例 ：若

，则均衡技术投资的生育率弹性绝对值大于 1；若 ，则均衡技术投资的生育

率弹性绝对值小于 1。式（15）包含了一种度量技术投资必要性的指标，即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

。当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小于 50% 时，面对少子化问题，政府没有进行高水平技术投资的

必要性。但当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大于 50% 而小于 100% 时，面对少子化问题，政府有必要通过

高水平的技术投资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

基于式（14）可求得均衡公共教育投入对生育率的弹性为：

∂lnet

∂lnnt+1

= − wt + lt

wt + lt −btnt+1

< −1 （16）

由式（16）可以看出，均衡公共教育投入与生育率呈负相关，且均衡公共教育投入对生育率

的弹性绝对值大于 1，是富有弹性的。这表明如果少子化进程难以扭转，为实现代表性消费者效

用最大化，政府应当大幅度提高公共教育投入。

联立式（12）−（14）可求得政府在 t 期实行的基础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税率水平为：

σt =
(1+ lt/wt −btnt+1/wt)

[
γβpt+1+λβpt+1(2−α−γ)+ vλ

]
1+αβpt+1+γβpt+1+λβpt+1(2−α−γ)+ vλ

（17）

基于式（17）可求得生育率对均衡税率的影响为：

∂lnσt

∂lnnt+1

= − btnt+1

wt + lt −btnt+1

< 0 （18）

1
2
<

btnt+1

wt + lt

< 1

式（18）表明，当少子化加速时，为实现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政府须提高基础技术投资

和公共教育税率。注意到式（18）中税率的提高并不附带任何条件，只要政府的目标是实现代表

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当少子化进程加速时，政府就必须提高税率。当 时，税率对生

育率的变化是富有弹性的，反之为缺乏弹性的。

（二）少子化对内生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的目标是实现当期居民的效用最大化，在给定的生育率水平下，政府通过对技术投资

和公共教育投入的合理安排以实现该目标。通过影响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安排，少子化

进程将影响内生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包括未来的工资水平、总资本收益率、产出、劳均产出和

人均产出。

基于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可求得代表性消费者均衡储蓄为：

st =
（wt + lt −btnt+1）αβpt+1

1+αβpt+1+γβpt+1+λβpt+1(2−α−γ)+ vλ
（19）

C0 = λβpt+1(2−α−γ)+ vλ C1 = 1+αβpt+1+γβpt+1+C0联 立 式 （ 10） 、 （ 13） 、 （ 14） 、 （ 19） ， 并 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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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 Atφ
1−γ(1−φ)1−α(htb1−λ

t )2−α−λ C3 =C2C
−[α+(2−α−γ)λ+γ]
1 C(2−α−γ)λ

0 (αβpt+1)
α(γβpt+1)

γ， ，可求得 t+1 期对数工资水

平为：

lnwt+1 =lnC3+ ln(2−α−γ)+ [α+ (2−α−γ)λ+γ] ln(wt + lt −btnt+1)
+
[
(2−α−γ)(1−λ)−1

]
lnnt+1

（20）

基于式（20）可求得生育率对下期工资的影响为：

∂lnwt+1

∂lnnt+1

=
[
(2−α−γ)(1−λ)−1

]− [α+ (2−α−γ)λ+γ] btnt+1

wt + lt −btnt+1

（21）

因此，t+1 期的工资随生育率上升而增长的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条件是:

btnt+1

wt + lt

< (2−α−γ)(1−λ)−1 （22）

(2−α−γ)(1−λ)−1 > 0 （23）

btnt+1

wt + lt

1−α 1−λ

1−γ btnt+1

wt + lt

(2−α−γ)(1−λ)−1

式 （ 22） 表 明 ， t+1 期 的 工 资 水 平 能 否 随 生 育 率 上 升 而 增 长 取 决 于 抚 育 成 本 与 总 财 富 比

和当期社会的生产方式，即取决于劳动产出弹性 、人力资本对抚育成本的弹性 以及

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弹性 。给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如果 低于社会生产方式参数方程

，则生育率上升会带来 t+1 期工资的持续增长，否则会使 t+1 期工资下降。

C4 =C2C
−[α−1+(2−α−γ)λ+γ]
1 C(2−α−γ)λ

0 (αβpt+1)
α−1(γβpt+1)

γ联立式（11）、（13）、（14）、（19），令 ，可得到对数总

资本收益率的动态演化方程为：

lnrt+1 = lnα+ lnC4+ (2−α−γ)(1−λ)lnnt+1+
[
α−1+ (2−α−γ)λ+γ] ln(wt + lt −btnt+1) （24）

由式（24）可求得 t+1 期总资本收益率对生育率的弹性为：

∂lnrt+1

∂lnnt+1

= (2−α−γ)(1−λ)− [α−1+ (2−α−γ)λ+γ] btnt+1

wt + lt −btnt+1

（25）

由式（25）可得到总资本收益率随生育率上升而增长的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条件为：

btnt+1

wt + lt

< (2−α−γ)(1−λ) （26）

btnt+1

wt + lt

btnt+1

wt + lt

(2−α−γ)(1−λ) btnt+1

wt + lt

< (2−α−γ)(1−λ)

由式（26）可以看出，总资本收益率能否随生育率上升而增长取决于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

及当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如果给定当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则取决于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

是否小于某一特定水平 。如果 ，则生育率上升会带

来 t+1 期总资本收益率的上升，否则会使 t+1 期总资本收益率下降。式（26）相比式（22）是一个相

对宽松的条件，并不要求社会生产的参数方程满足某些条件，这似乎表明少子化进程中实现总

资本收益率增长比实现工资水平增长相对更容易。

联立式（9）、（13）、（14）、（19）可求得 t+1 期的对数总产出为：

lnY t+1 = lnC3+
[
α+ (2−α−γ)λ+γ] ln(wt + lt −btnt+1)+ (2−α−γ)(1−λ)lnnt+1 （27）

基于式（27）可得到产出对生育率的弹性为：

∂lnYt+1

∂lnnt+1

= (2−α−γ)(1−λ)− [α+ (2−α−γ)λ+γ] btnt+1

wt + lt −btnt+1

（28）

故而总产出随生育率上升而增长的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条件为：

btnt+1

wt + lt

<
(2−α−γ)(1−λ)

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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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nt+1

wt + lt

btnt+1

wt + lt

(2−α−γ)(1−λ)
2

btnt+1

wt + lt

<
(2−α−γ)(1−λ)

2

由式（29）可以看出，下期总产出能否随生育率上升而增长取决于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

及当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如果给定当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则取决于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

是否低于某一特定水平 。如果 ，则生育率上升促进

下期产出的提高，否则会导致下期产出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基于式（27）可求得 t+1 期的对数劳均产出为：

lnyl,t+1 = lnC3+
[
α+ (2−α−γ)λ+γ] ln(wt + lt −btnt+1)+

[
(2−α−γ)(1−λ)−1

]
lnnt+1 （30）

从而劳均产出对生育率的弹性为：

∂lnyl,t+1

∂lnnt+1

=
[
(2−α−γ)(1−λ)−1

]− [α+ (2−α−γ)λ+γ] btnt+1

wt + lt −btnt+1

（31）

因此，t+1 期的劳均产出随生育率上升而增长的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条件为:

btnt+1

wt + lt

< (2−α−γ)(1−λ)−1 （32）

(2−α−γ)(1−λ)−1 > 0 （33）

btnt+1

wt + lt
btnt+1

wt + lt

(2−α−γ)(1−λ)−1

注意到式（32）、式（33）与式（22）、式（23）的形式完全一致，因此可得到如下结论：t+1 期的劳

均产出能否随生育率上升而增长取决于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 和当期社会的生产方式，

在 给 定 当 期 的 社 会 生 产 方 式 的 情 况 下 ， 如 果 低 于 决 定 社 会 生 产 方 式 的 参 数 方 程

，则少子化进程会带来 t+1 期劳均产出的持续增长，否则会使 t+1 劳均产出

下降。

基于式（27）可求得 t+1 期的对数人均产出为：

lnyp,t+1 =lnC3+
[
α+ (2−α−γ)λ+γ] ln(wt + lt −btnt+1)+

(2−α−γ)(1−λ)lnnt+1− ln(pt+1+nt+1)
（34）

由式（34）可求得 t+1 期人均产出对生育率的弹性为：

∂lnyp,t+1

∂lnnt+1

= (2−α−γ)(1−λ)− nt+1

pt+1+nt+1

− [α+ (2−α−γ)λ+γ] btnt+1

wt + lt −btnt+1

（35）

由式（35）可以得到人均产出随生育率上升而增长的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条件为：

btnt+1

wt + lt

<

(2−α−γ)(1−λ)− nt+1

pt+1+nt+1

2− nt+1

pt+1+nt+1

（36）

btnt+1

wt + lt

pt+1

由式（36）可以看出，t+1 期人均产出对生育率弹性的符号不但取决于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

和当期社会的生产方式，还取决于代表性消费者在 t+1 期的预期生存概率 ，而且会随着

生育率的变化而变化。

（三）少子化对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的影响

通过影响政府的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行为，生育率将最终影响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

用，这种影响从方向上看并不是确定性的，既可能使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上升，也可能使之

下降。接下来，基于生育率对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生育率对代表性消费

者终生效用的影响，以分析少子化实现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上升的条件。

C5 = −lnC1+βpt+1(lnα+ lnC3)+ ν
[
ln(htb1−λ

t )+λlnC0−λlnC1

]
令 ，联立式（1）、（3）、（5）、（6）、（10）、

（11）、（13）和（14），可得到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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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 =C5+ {1+ νλ+βpt+1

[
α+ (2−α−γ)λ+γ]}ln(wt + lt −btnt+1)+[

βpt+1(2−α−γ)(1−λ)− νλ
]
lnnt+1

（37）

基于式（37）可求得生育率对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的影响为：

∂Ut+1

∂nt+1

=− {1+ νλ+βpt+1

[
α+ (2−α−γ)λ+γ]} bt

wt + lt −btnt+1

+

[
βpt+1(2−α−γ)(1−λ)− νλ

] 1
nt+1

（38）

由式（38）可求得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随生育率上升而增长的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条件为：

btnt+1

wt + lt

<
βpt+1(2−α−γ)(1−λ)− νλ

1+2βpt+1

（39）

ν <
βpt+1(2−α−γ)(1−λ)

λ
（40）

由式（39）可以看出，少子化进程能否增进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依赖于代表性消费者的抚

育成本与总财富比、生存概率、社会生产条件、对子代的质量偏好。可以看出，少子化进程实现代

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上升的条件也依赖于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低于特定水平。这意味着两种情

况：第一种情况，存在某一特定而微妙的最优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范围，使得在此范围内，随着

少子化进程加速，政府的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安排既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能实现

居民福利水平的上升。第二种情况，随着少子化进程的加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

的上升是一对矛盾的综合体，政府的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安排要么只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

增长，要么只能实现居民福利水平上升。

四、数值模拟

（一）参数设定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职工退休年龄的规定，本文以 60 岁为平均退休年龄，这与郭凯明和颜

色（2016）、汪伟和王文鹏（2021）等的设定一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我国居民的平均工作

年限为 40.1 年，因此以 0−20 岁为少年期，20−60 岁为中年期，60−100 岁为老年期，此设定与《中

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10−2013）》规定的我国人口极限寿命为 105 岁基本一致。本文数值

模拟从 t−1 时期开始，t+1 时期结束，所涉及的统计数据多始于 1978 年，且需要保证 t+1 期终点

超过 2020 年才有意义，因此选择 1978 年为 t−1 期的代表性时点，基于每期 40 年的设定，以

2018 年为 t 期的代表性时点，2058 年为 t+1 期的代表性时点。

wt−1、wt

st−1 st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0》公布的数据，我国 1978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615 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 2018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82 413 元，根据世界银

行 公 布 的 以 GDP 平 减 指 数 为 基 准 的 通 货 膨 胀 率 ， 可 求 得 以 1978 年 为 基 期 的 2018 年 累 积

GDP 平减指数为 674.84，从而以 1978 年价格为基准的 2018 年平均工资为 12 212.23 元，因此将

1978 年和 2018 年的平均工资 分别设为 615.00 元、12 212.23 元。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

据，我国 1978 年的储蓄率为 39.28%，2018 年的储蓄率为 44.94%。另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0》

《中国统计年鉴 2021》，我国 1978 年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171 元，2018 年的可支配收入为 28 228

元，从而以 1978 年价格为基准的 2018 年实际可支配收入为 4 182.92 元，基于 1978 的实际可支配

收入可计算得到当年的储蓄 为 67.17 元，基于 2018 年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可计算得到当年的储蓄

为 1 879.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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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 77/100 = 0.77

pt+1 = 85/100 = 0.85 nt−1

nt+1

2.31/2 = 1.155 nt−1 = 1/1.155 =

0.8658

nt+1 = 1.3/2 = 0.65

bt = 3861.14

At = 1.016440
= 1.9168

rt = 69.85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的人口平

均预期寿命可以达到 77 岁。另外，根据文章的模型设定，假设极限寿命为 100 岁，可以计算 t 期

的预期生存概率为 。根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的预期，到 2050 年

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可以达到 85 岁，而根据 WHO《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18》报告，平均预

期寿命最高的国家日本为 84.2 岁。因此，预期 85 岁的目标可以达到，可设定 t+1 期预期生存概

率为 。根据模型设定， 衡量的是平均每个 t 期处于中年期的代表性消费者的

父代数量，而 衡量的是其子代的数量，根据原国家卫计委 1982 的 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估

计 ， 我 国 1980 年 的 总 和 生 育 率 为 2.31， 即 1980 年 平 均 每 个 代 表 性 消 费 者 的 子 代 数 量 为

，从而可设定平均每个 t 期处于中年期的代表性消费者的父代数量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 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故设定 t 时期的

生育率基准值为 。根据“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成本研究课题

组”的调查显示，我国家庭的平均教育支出占到家庭收入的 30%，基于此可计算得到每个子女的

抚育成本 元。尹向飞和欧阳峣（2019）估计出我国 1996−2016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

增长率为 1.64%，故令 。王开科和曾五一（2020）估计出我国 1978−2017 年的

资本回报率在 7.28%−13.05% 之间，据此求几何平均值可计算得到 1978−2017 年间我国的平均

资本回报率为 11.20%，进而求得 1978−2018 年间的累积总资本收益率为 。

α = 0.56

α = 0.5

γ = 0.1

α、γ λ = 0.3283

λ ν = 0.0047

φ = 0.0055

β = 0.55

赵志耘等（2006）计算出我国 1978−2004 年间的平均资本产出弹性为 ，与郭凯明和颜

色（2016）、贾俊雪等（2021）、汪伟和王文鹏（2021）等采用的 基本一致。吴延兵（2006）运用

2002 年中国制造产业横截面数据发现 R&D 投入的产出弹性约为 0.1，故可设定技术投资的技术

进步弹性基准值为 ，基于资本产出弹性和边际报酬不变的模型假设，可求得人力资本投入

的产出弹性为 0.44，根据基准的 可校准得到公共教育投入的人力资本累积弹性为 ，

基于 和当期的储蓄，可校准得到我国居民的子代质量偏好参数为 。根据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2018 年我国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员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为 0.55%，因此设定 。采用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为标准，以 40 年为一期，计算得到时间偏好因子 。

nt+1 = 1.1/2 = 0.55

lt

nt+1 ∈ [0.55,3.46]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的《2020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发达国家中总和生育率最低的

国家为韩国，达到 1.1，考虑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行的事实，可设定 为最坏

情况下 t+1 期的标准化子代数量，基于此可计算当期可分得的遗产 ，假设家庭以全部财富用于

教育支出，可校准得到每个代表性消费者所能抚育的最大子代数量为 3.46，因此本文取 t+1 期平

均每个代表性消费者生育率（以下简称生育率）的范围为 。

（二）模拟结果

1. 在当前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上升的条件分析

上述的参数设定确定了当前的社会生产条件，因此可基于这些参数设定，首先求出在当前

社会生产条件和生育率水平下，内生经济增长各个方面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随总和生育率

上升而增长的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条件。
btnt+1

wt + lt

= 28.83%

(2−α−γ)(1−λ)−1 = −9.99%
btnt+1

wt + lt

< (2−α−γ)(1−λ)−1和条件(2−α−γ)(1−λ)−1 > 0

(2−α−γ)(1−λ) = 90.01%
btnt+1

wt + lt

< (2−α−γ)(1−λ)

由式（22）可求得当前生育率水平下，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为 。满足工资和劳

均产出随总和生育率上升而增长的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临界值为 ，

故而条件 均不满足，即在当前生育率水

平和生产条件下，生育率上升会带来工资和劳均产出的持续下降。满足总资本收益率随总和生育率上

升而增长的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临界值为 ，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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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α−γ)(1−λ)
2

= 45.00%
btnt+1

wt + lt

<
(2−α−γ)(1−λ)

2

(2−α−γ)(1−λ)− nt+1

pt+1+nt+1

2− nt+1

pt+1+nt+1

= 29.79%
btnt+1

wt + lt

<

(2−α−γ)(1−λ)− nt+1

pt+1+nt+1

2− nt+1

pt+1+nt+1

成立，即在当前生育率水平和生产条件下，生育率上升会带来总资本收益率的持续上升。满足总

产出随总和生育率上升而增长的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临界值为 ，故条

件 成立，即在当前生育率水平和生产条件下，生育率上升会带来总产出的

持 续 上 升 。 满 足 人 均 产 出 随 总 和 生 育 率 上 升 而 增 长 的 抚 育 成 本 与 总 财 富 比 临 界 值 为 ：

，故条件 成立，即在当前生

育率水平和生产条件下，生育率上升会带来人均产出的上升。

βpt+1(2−α−γ)(1−λ)− νλ
1+2βpt+1

= 20.53%
βpt+1(2−α−γ)(1−λ)

λ
= 0.4208

ν <
βpt+1(2−α−γ)(1−λ)

λ

btnt+1

wt + lt

<
βpt+1(2−α−γ)(1−λ)− νλ

1+2βpt+1

代 表 性 消 费 者 终 生 效 用 随 总 和 生 育 率 上 升 而 增 长 的 抚 育 成 本 与 总 财 富 比 临 界 值 为

，子代质量偏好临界值为 ，子代质量偏

好条件 满足，但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条件

不满足，即在当前生育率水平和生产条件下，生育率上升会带来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的下降。

2. 可行参数与生育率范围下的均衡解分析

基于给定的参数和生育率范围，可模拟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均衡的技术投资、公共教育投

入与相应的税率水平，模拟结果如图 1 所示。基于均衡的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可进一步模

拟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下期工资、总资本收益率、总产出、劳均产出、人均产出与代表性消费者

终生效用，模拟结果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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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育率对技术投资、公共教育投入和均衡税率的影响

 

由图 1 可以看出，在给定的参数下，生育率与技术投资呈负向的线性关系，与公共教育投入

呈负向的、边际递减的非线性关系，与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税率呈负向的线性关系。当生育

率上升至 3.46 左右时，技术投资、公共教育投入、税率均趋近于 0，这意味着我国当前的社会生产

方式已经难以承受生育率的大幅上升，生育率的大幅上升将耗尽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从而

完全挤出技术投资、公共教育投入等内生经济增长投资因素。

由图 2 可以看出，在给定的参数下，生育率与下期工资、下期劳均产出呈边际递减的负相关

关系，其原因在于：当生育率极低时，未来的劳动供给也变得相对稀缺，从而劳动的价值即工资

开始上升。但当生育率开始上升后，未来的劳动供给也开始增加，劳动的价值逐渐下降。

在给定的参数下，生育率与下期总资本收益率呈先正后负的非对称关系，相关性转换的临

界生育率水平约在 3.1（即实际总和生育率为 6.2 左右），其原因在于：当生育率较低时，资本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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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不稀缺，从而资本的价值即总资本收益率也较低。但当生育率开始上升后，未来的劳动力供

给增加，资本开始变得相对稀缺，从而资本的价值即总资本收益率开始上升。但当生育率上升到

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开始停滞，从而总资本收益率上升的幅度开始下降。当生育率继续上升超

过临界水平后，资本相对稀缺带来的上升效应将低于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下降效应，总资本收

益率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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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育率对内生经济增长、居民福利的影响

注：本文中总资本收益率代表的是资本的边际产出，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使用对数形式，均无单位。
 

在给定的参数下，生育率与下期总产出呈先正后负的非对称关系，相关性转换的临界生育

率水平约为 1.5（即实际总和生育率为 3.0 左右），其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生育率水平可能偏离

了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要求的生育率水平，因此当生育开始上升时，劳动和资本结构得到优

化，公共教育支出和技术投资回归合理水平，从而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但当生育上升到一定水平

后，劳动和资本结构将开始恶化，公共教育支出和技术投资也变得不足，从而经济增长开始停

滞。这表明我国目前的生产模式可能不支持生育率的大幅上升。

在给定的参数下，生育率与下期人均产出呈先正后负的非对称关系，相关性转换的临界生

育率水平约为 0.8（即实际总和生育率为 1.6 左右），其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生育率水平可能偏

离了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要求的生育率水平，因此当生育开始上升时，劳动和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从而趋近于均衡经济增长要求的结构，经济得到持续增长。当生育率超过临界水平后，由

于人口规模上升带来的边际总产出提高低于上文中超过生育率临界值前的水平，从而导致总产

出持续增长，但是人均产出开始下降。

在给定的参数下，生育率与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呈边际递增的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在

于：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虽然受到中年期消费、老年期消费和子代质量等多方面的影响，但

总体而言受到中年期消费、老年期消费的影响最大，而老年期的消费主要受到中年期储蓄的影

响，因此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主要受到中年期储蓄和消费的影响。由于抚育成本是固定的，

子代数量上升会大幅挤压代表性消费者的储蓄和消费，从而其终生效用随生育率的上升而下降。

3. 社会生产参数的影响分析

α λ

γ α、β、γ ∈ [0.01,0.99]

α

接下来分析社会生产关键参数（资本产出弹性 、公共教育投入的人力资本累积弹性 、技术

投资的技术进步弹性 ）在不同水平下（即 ）对生育率与技术投资、公共教育

投入、内生经济增长、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其中，资本产出弹性 的影响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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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图 3    资本产出弹性 的影响

 

α

α

由图 3 可以看出，总体上，给定生育率水平， 与技术投资、公共教育投入、税率、下期工资、

下期总资本收益率、下期总产出、下期劳均产出、下期人均产出均负相关，与代表性消费者终生

效用呈倒“U”形关系。当 处于极低水平时，下期总资本收益率等都变得极高，因此优化产业结

构、降低资本的产出弹性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λ

λ

γ

γ

根据图表分析结果，①总体上，如果给定生育率水平的情况下， 与技术投资、下期工资、下期

总资本收益率、下期总产出、下期劳均产出、下期人均产出、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均呈负相关，

与公共教育投入、税率呈正相关。当 极低时，公共教育投入变得极低，技术投资变得极高，受此

影响，下期内生经济增长和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都变得较高。因此，在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

入二者之中，政府更应当改善教育模式，并且降低公共教育投入的人力资本累积弹性。另外，总

体上， 与技术投资、公共教育投入、税率、下期工资、下期总资本收益率、下期总产出、下期劳均

产出、下期人均产出、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均呈负相关。而 对技术投资的影响极小，但对公共

教育投入的影响较大，对内生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温和。因此，若教育模式无法立即改变，降低

技术投资的技术进步弹性和增加研究人员在技术进步中的贡献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何在确定的生育率水平下安排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是少子化进程中保持经济持续

增长的关键。因此，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理论分析了生育率对技术投资和公共教

育投入的影响，并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了生育率对税率、内生经济增长、居民效用的影响。本文基

于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了数值模拟，较全面地分析了如何在少子化背景下安排技术投资和公共

教育投入及其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均衡公共教育投入与生育率呈负相关，且均衡公共教育投入

  2022 年第 12 期

① 限于篇幅，下文的图表分析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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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育率的弹性绝对值大于 1，是富有弹性的。均衡技术投资与生育率呈负相关，但均衡技术投

资的生育率弹性绝对值大于 1 还是小于 1 取决于子代的抚育成本占总财富的比例。无论当期的

抚育成本与总财富比处于何种水平，均衡公共教育投入对生育率弹性的绝对值始终大于均衡技

术投资对生育率弹性的绝对值。均衡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税率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弹性绝

对值大于 1 还是小于 1 也取决于子代的抚育成本占总财富的比例。数值模拟表明：在给定的参

数下，生育率与技术投资呈负向的线性相关，与公共教育投入呈边际递减的负向非线性相关，与

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税率呈负向的线性相关，与下期工资和劳均产出呈边际递减的负向非

线性相关，与下期总资本收益率、下期总产出、下期人均产出呈先增后减的倒“U”形关系，与代

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呈边际递增的负向非线性相关。我国当前的社会生产方式可以支持生育率

的轻微提高，但是可能难以承受生育率的大幅上升。在决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各参数中，资本产出

弹性与下期总产出负相关，与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呈到“U”形关系。

因此，面对少子化问题，给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采取可控的生育刺激政策以提高生育率。

在当前的生产模式下，总和生育率的轻微上升至 1.6 左右时可以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均产出

的提高，并且不会大幅降低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第二，优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

增加代际间的联系。生育率的轻微上升会降低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的原因在于代际间的联系

不够紧密，从而父代无法享受下期人均产出上升带来的益处，优化养老保障体系可缓解这个问

题。第三，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资本产出弹性，增加劳动产出弹性。数值分析表明，资本产出弹性

越低，下期产出和下期人均产出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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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vestment，Public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and Low Fertility Rate

Huang Zhiguo1，2,  Wang Bojuan3,  Chen Xiaowei3

(1. Sci-Tech Academ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Hundsun, Hangzhou 310053, China;

3. School of Fina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Summary:  No matter from the objective trend of fertility rate，the subjective wishes of residents，the cost
conditions of raising offspring，or the size of the first marriage population，the declining trend of China’s fertil-
ity rate may be difficult to reverse. Therefore，how to reasonably arrange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under a given fertility rate to keep economic growth is the main challenge China is cur-
rently facing. Starting from the government’s role as a central planner of the tax administrator and an investor
in edu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fertility rate on gov-
ernment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and public education by constructing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Using equilibrium of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as an
intermediary，we further analyze the impact of fertility rate on wage，capital return rate，output，and lifetime
utility of ag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s goal is to maintain the lifetime utility of the agent，
low fertility may increase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education expenditure，but whether it can promote eco-
nomic growth and residents’ welfare depends on the ratio between birth & education costs and total wealth.
Simulation shows that: Under the current production pattern，if the ratio is lower than 45.0%，low fertility may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vice versa；if the ratio is higher than some particular value，the process of low
fertility may promote residents’ welfare and vice versa. Under the current fertility rate，the condition of keep-
ing economic growth is satisfied but keeping residents’ welfare is not. That is，no specific fertility rate range
can simultaneously raise residents’ welfare and keep economic growth. A slight increase in the fertility rate to
about 1.6 can promot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per capita income，but the welfare of agents would be
harmed because of not being able to enjoy the dividends of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under the current pro-
duction pattern，the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a controllable fertility stimulus policy to increase the fertility rate
slightly，optimize the pension system to increase inter-generational connections，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educational pattern，and the way of R&D research to gradually transform the social production
pattern.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udying the impact path of the process of low birthrate on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under the stat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s numerical support for adju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public educa-
tion investment and formulating reasonable fertility rate goals.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public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economic growth； residents’

welfare； low fertilit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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